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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黄文弼
文   图 / 张弛   谢颖璐

黄文弼（1893.4.23 ～ 1966.12.18）

1958 年 9 月的一个黄昏，一位清

瘦的长者站在草原上，眺望远方

的雪山，眼中流露出凝重的神色。

西风下，残阳如血，晚霞将他的背影染

成金色，闪现出一道耀眼的光。再过几

日，他就要离开新疆，返回北京。而这

一走，便是永别。

时至今日，这道光芒依旧指引着中

国考古人不断前行，那位长者的背影，

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未走远。他就

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

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的黄文

弼先生。

黄文弼，1893 年出生于湖北汉川，

1915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学

习期间，适逢蔡元培校长整顿学风，提

倡学术，反对谋官发财。这对黄文弼的

影响极为深远，使他终身以从事学术研

究为志向。毕业后，黄文弼留校任教，

主要研究宋明理学，后转入古籍整理和

目录学方向。

自 19 世 纪 下 半 叶 起， 西 方 和 日

本纷纷派遣考察队前往中国西北地

区，搜集各类情报资料和历史遗物，

致 使 文 物 大 量 流 失 海 外。 瑞 典 人 斯

文·赫定，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 勒 柯 克（Albert von 

LeCoq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

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橘瑞超等

一批探险家和学者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

关丝绸之路考古的学术著作和报告，成

为当时轰动世界考古学界的大事。同时

期中国学者的西北史地学研究却仍停留

在“依籍考据”的状态，并未走出故纸堆，

走入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国学者很少意

识到：“‘行万里路’的意义绝不在‘读

万卷书’之下。”这种与西方学术界的

反差强烈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

尊心，深重的危机感让黄文弼开始关注

西北史地研究，并参加了中国最早的考

古研究机构之——北大考古学会。

风沙考古路

1926 年冬，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

支持下，斯文�赫定来到北京，准备经

内蒙古到新疆进行探险。经过一系列的

活动，斯文 � 赫定收到了北洋政府外

交部同意他们去新疆探险的批文。然而，

到 1927 年春，突然有传言说斯文 � 赫

定将去西北考察，不让中国人参加，且

所得物品运至国外。此消息一出，就在

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927 年 3 月 5 日，北京各学术团

体在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

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立于1923年

5月 24日，属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所

设的“三室五会”之一。初名古迹古物

调查会，由马衡担任会长，参加者有叶

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容庚、

陈垣、李石曾、徐炳昶等。主要活动有

参观朝鲜汉乐浪郡古墓发掘，调查大宫

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以及

甘肃敦煌古迹等。1927 年，北大考古

学会与斯文·赫定联合组成“中瑞西北

科学考察团”，北大教务长徐炳昶任中

方团长，中方团员黄文弼等10人均为

北大师生。此次科学考察受到当时社会

的普遍赞誉，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刻，

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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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成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 �

赫定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双方最终在

1927 年 4 月 26 日签订合作协议，共同

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经费由

斯文 � 赫定提供，考察所得物品全部

留在中国。此协议开创了中外平等合作

考察的范例，在中国学术史上意义重大。

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员，黄文

弼自此踏上大漠孤烟直的漫漫古道。

1927 年 5 月 9 日，考察团从北京出

发，向西北前进。出师不久，我国年轻

地质学家丁道衡就在白云鄂博发现了大

铁矿。今天我国大型钢铁企业、稀土生

产科研基地——包头钢铁公司，就是在

此基础上建立的。10 月，黄文弼在额

济纳土堡发现 5 枚汉简，开启居延汉简

出土的大幕。1930 年，瑞典考古学家贝

格曼重返额济纳河地区，共发掘出汉简

一万余枚。

1928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一行抵达

当时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在

迪化期间，黄文弼对杨增新（当时的新

黄文弼所录《高昌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碑文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唐代墓表

黄文弼根据对吐鲁番盆地出土陶器

的研究，否定安特生“中国彩陶西来说”，

提出 “两期推进说”，肯定新疆彩陶

受到中原影响的事实。

离开吐鲁番后，黄文弼进入罗布泊

地区考察，成为第一个进入此地考察的

中国学者。在此地，他发现写有“交河

壁”的汉代简牍。根据史籍记载，汉通

西域之后，汉朝曾在吐鲁番实行屯田制

度，尽管《通志》中有“诸壁”的记载，

但只有关于高昌屯田及高昌壁的确切记

录。“交河壁”简的出土证明，汉时屯

田并不仅仅只限于一地，屯田高昌即为

高昌壁，屯田交河即为交河壁，只是因

为校尉设在高昌，史书只记高昌壁而已。

黄文弼的发现解除了人们的疑惑，正好

证明《通志》记载无误。

1930 年 4 月 25 日，黄文弼在土垠

遗址发现新疆当时年代最早的一批汉文

简牍。过去外国探险者在该地区所得汉

文简牍，均为魏晋时期遗物，而黄文弼

所得汉简上起汉黄龙元年 ( 公元前 49

疆主政）收藏的麴斌造寺碑做了原碑抄

录和拓本。1944 年，当黄文弼第三次赴

新疆考察时，原碑已下落不明。麴斌造

寺碑全名《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

1911 年出土于吐鲁番，后移至迪化杨增

新将军署。该碑立于麴氏高昌延昌十五

年 (575 年 )，正面铭文叙述麴斌生前施

舍田宅建造佛寺之“功德”，背面刻有

麴斌在建昌二年 (556 年 ) 施产造寺时所

订立的契约。黄文弼参照旧拓本和《新

疆图志 � 金石志》的内容，将新得的

碑文进行了仔细的校补，并予以影印，

现已成为研究高昌历史的第一手珍贵资

料。

1930 年初，黄文弼等又对吐鲁番

的交河和高昌故城进行了重点调查和发

掘，出土大量陶器和高昌麴氏王朝纪年

的墓砖，对于补充高昌国历史纪年有很

大价值。根据这些墓志和墓表，黄文弼

考订了高昌的年号和官制问题，纠正了

罗振玉等人对麴氏高昌世系年号认识的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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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盆地出土彩陶器

年 )，下迄汉元延年间 ( 公元前 12 年 ~

公元前 9 年 )，距汉朝设置西域都护的

神爵二年 ( 公元前 60 年 ) 仅仅 11 年。

另外，黄文弼还从汉简的内容中解读出

汉朝在西域的职官、屯戍和仓储制度，

并对此作了全面细致的考释，对王国维

的《简牍检署考》是重要补充。

同年，黄文弼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

平，西北炽热的阳光、路途的艰辛让他

变得又黑又瘦。时任北大教育长的刘半

农对黄文弼十分敬佩，特题诗一首：“此

公傻，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

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驼平等匍匐走，

幸而当晚得水头，不然傻公今何有，傻

公归来我当敬汝一杯酒。”

拳拳赤子心

1933 年，黄文弼作为绥新公路勘查

队人员第二次进入新疆考察。1934 年 5

月，他再次来到土垠遗址。此次选择的

路线与上次不同，他在罗布泊北岸发现

大片古渠遗址和屯垦遗址。遗憾的是，

由于河流改道，黄文弼未能进入他十分

向往的楼兰古城。直到 1979 年，中国

考古工作者才首次进入楼兰古城，完成

了先生的夙愿。

与此同时，幸运之神眷顾了中国西

北科学考査团和绥新公路察勘队的另一

位成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他在

罗布泊地区发现了著名的“小河墓地”

和“微笑公主”干尸。1934 年以后，再

也没人找到过这个神秘墓地，小河遗址

成为 20 世纪新疆考古的谜中谜。直到

2000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

华借助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重新

找回了“失踪”66 年之久的小河墓地。

2002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

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掀起了再探“小

河墓地”的热潮。随着一大批珍贵文物

的面世，小河墓地成为世界考古学界瞩

目的焦点，小河墓地也因此被评为“2004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次考察归来，黄文弼敏锐地意识

到罗布泊迁移、河水改道等地理因素，

对楼兰历史、丝绸之路交通路线以及绿

洲诸国命运的影响，因此研究并撰写《罗

布淖尔水道之变迀》、《两汉通西域路

线之变迁》等，对史籍所记载的相关内

容作了详实的考证。

1935 年，黄文弼受中央古物保管委

员会的委托，前往西安碑林整理碑刻。

西安碑林最早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

已有 900 多年的历史。由于民国时期军

阀混战，西安碑林已略显破败。面对荒

草丛生、满目疮痍，黄文弼承担起了修

葺规划碑林的重任。他邀请著名古建筑

学家梁思成先生设计布局，用了 3 年的

时间使得碑林面貌一新，一大批珍贵碑

刻得到更好的保护。1938 年，西安碑林

重新向游人开放，今人仍然受益于此。

抗战爆发后，黄文弼先后任教于西

北联大、四川大学和西北大学。在这段

艰苦的岁月里，他坚持整理在西北所得

的考察资料。1943 年，他受西北联大委

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虽然此次考察

重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但黄文弼仍然十

分关注新疆的考古事业。由于有汽车代

步，这次考察较为顺利。考察路线经河

西走廊至星星峡，6 月 16 日即到达哈密，

后向北行至镇西（今巴里坤县）。到达

镇西后，黄文弼患上痢疾，但他不顾旅

途劳顿，仍然拖着病弱的身躯拓印汉碑，

随行考察人员都被他的执着所感动。

离开镇西后，考察队沿天山北麓，

经木垒、迪化、乌苏到达伊宁和博乐，

随后转行至塔城、布尔津和承化（今

阿勒泰）。这些地方是斯坦因在新疆1934 年贝格曼在小河墓地采集的毡帽



遗址和哈密焉布拉克墓地，也有重要的

发现。1958 年 9 月底，黄文弼先生返回

北京。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再进

行野外考古了。

筚路蓝缕功

回到北京后，黄文弼一直致力于第

四次调查报告的整理。到他逝世前，已

完成哈密、伊犁、焉耆、库车等地区的

初稿。然而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打乱

了他的计划。“文革”中，黄文弼遭到

批斗，从此一病不起，而他第四次新疆

行的考古报告尚未整理完毕。1966 年

12 月 18 日，黄文弼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享年 73 岁。十年浩劫结束后，孟凡人

先生整理了黄文弼先生的遗稿《新疆考

古发掘报告（1957-1958）》，该书于

1983 年出版，完成了他的遗愿。

黄文弼先生一生四次赴疆考察，披

荆斩棘，呕心沥血，担负起国家之重托、

民族之重任。从千年帝都到戈壁大漠，

从崇山峻岭到瀚海雪原，风餐露宿，艰

险备历，用双脚丈量山河，用心血完成

著作，把一生献给了自己钟爱的事业。

时至今日，新疆考古工作者依旧沿着他

的足迹前行，他的“二集”（《高昌专

集》、《高昌陶集》）、“三记”（《罗

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仍是学者案头

的必备之书。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精

神必将永存。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将

永垂青史。

黄文弼西北工作时间轴

A

五十万分之一地图上所没有测绘的，此

次考察弥补了这一空白。

再向大漠行

1949 年后，黄文弼担任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1957 年，他的《高昌砖

集》( 增订本 )、《吐鲁番考古记》、《塔

里木盆地考古记》相继出版后，意识到

中国西北史地研究任重道远，实物资料

还很不完善，决心第四次赴新疆考察。

那年 , 他已是 64 岁的老人。

1957 年 9 月，黄文弼不顾家人的劝

说，以病弱之身躯毅然率领考古队第四

次前往新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 他先

后深入调查了 26 个县市的 127 处古迹

和遗址，行程达 14000 余公里。在伊犁

地区，他调查了古代游牧民族所遗留的

土墩墓、石人、岩画等过去学者极少关

注的遗址和遗迹。在库车，他试掘了苏

巴什遗址，并对雀离大寺的位置做了推

断。此外，他还探访了焉耆七个星佛寺 第四次考察采集的木雕像

黄文弼在伊犁阿力麻里古城所采

集的叙利亚文景教墓碑

黄文弼在库车苏巴什遗址发掘的汉文文书


